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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规模经营农业补贴的执行问题

与弱回应型村治*

——基于政策壁垒视角的分析

陈文琼 董 欢

摘要：农业补贴政策是中国农业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中，政府投入了大量补贴资源，

然而，补贴政策的落实却面临复杂且多变的现实情况。在中部地区的三个省份，适度规模经营农业补

贴政策的执行还出现了政府施补、农民弃补的情况。本文以三个省份的经验事实为基础，探讨了农业

补贴政策执行中的这一情况及其生成机理，并就解决对策作出延伸性分析。研究发现，三个省份的适

度规模经营农业补贴政策在与政策对象的对接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政策壁垒，包括政策文本壁垒、政策

准入壁垒和政策执行壁垒。打破政策壁垒，需要推进强回应型村级治理，包括通过主动转化政策话语、

加强政策宣传来化解政策文本壁垒，通过积极反馈基层现实使政策准入壁垒与各地实际情况相匹配以

及通过担当作为、为民办事来消解政策执行壁垒。然而，村级治理存在明显的弱回应性，表现为缺乏

回应群众诉求的治理压力、监督压力和资源压力。弱回应型村治不仅未能打破政策壁垒，还进一步强

化了政策壁垒。本文认为，在政策制定上降低政策壁垒和重塑强回应型村治是更好发挥相关农业补贴

政策作用的关键。

关键词：政策壁垒 农业补贴政策 弱回应型村治 适度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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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三农”主题。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

继续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稳定稻谷补贴，逐步扩大稻谷、小麦、玉米完

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中国逐步构建了以最低收购价、目标价格支持和农业支持保护

补贴为主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辛超丽，2024）。2020年 12月 28日，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土地资源整合机制研究”（编号：21CSH01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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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强调，要稳定和加强种粮农民补贴
①
。实践中，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实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现实情

况。这些情况会深刻影响补贴政策的执行效率（王许沁等，2018；左喆瑜和付志虎，2021；王新刚和

司伟，2021），甚至出现政策对象瞄准偏差（陈海江等，2019）、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尚旭东和朱守

银，2017）等问题。

农业补贴政策瞄准困难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例如，原则上种粮补贴要按照种

粮农户的实际种植面积进行补贴，但在政策实施中为了操作方便，基本上变成了依据承包地的面积进

行补贴，实际种不种粮、种多种少与拿不拿补贴、拿多少补贴不直接挂钩，大量非农业经营者领取种

粮补贴（许庆等，2020）。又如，向种粮大户发放补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公平和效率损失，

骗补、套补、漏补、错补等乱象时有发生（李立清和江维国，2015）。而且，规模流转过程中发生的

土地租金上涨使得补贴难以由实际种粮者所得（耿仲钟和肖海峰，2018）。此外，耕地地力保护方面

的相关补贴也同样存在非经营者领取补贴的问题，各地在执行时对“地力不降低”这一政策要求有虚

化倾向（冷博峰等，2021），补贴政策的耕地地力保护与提升目标难以实现。由此，有学者建议通过

法律构建利益约束机制，从而规范和监督农业补贴政策落地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黄建红，2022）。

在此背景下，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文件，以通过自上而下的监督在补贴申领的各个环节促进农业补贴资

源的善治
②
。

事实上，农业补贴政策瞄准困境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客观性。农业补贴政策的这种瞄准困

境与农村低保制度的瞄准困境具有同源性。具体来说，首先，农业补贴政策是下乡资源的一个具体类

型，对同类下乡资源瞄准困境的考察可以为分析农业补贴政策的瞄准困境提供参考。从学术界对下乡

资源的分类看，既有研究主要以提升基层治理效率为目标，或者将下乡资源分为普惠性资源和竞争性

资源（王海娟和贺雪峰，2015），或者将其分为专项资金和灵活资金（陈家建，2013）。不过，当考

虑是否需要与政策对象精准对接时，还可以对下乡资源进行新的分类，即与抽象整体对接的资源和与

具体个体对接的资源。前者指与行政村对接的项目资源，后者则指与具体农户或农业经营组织对接的

农业补贴政策和农村低保制度等。后者对瞄准的精准性有更高的要求。其次，农村低保制度的瞄准困

境是客观存在的，即便经历了“从配额到认证”（仇叶，2018）、“从基于量的精准到基于质的精准”

（陈文琼，2020a）的转变，“错保”“漏保”问题仍然没有完全避免。瞄准困境客观存在的根源在于

制度的规则性和标准化与基层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农业补贴政策与其

对象精准对接的过程中有着非常深刻的体现。

与同公共主体对接的项目资源相比，农业补贴政策是与私营主体对接的政策资源，按照政策对象

的实际属性可将其细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行为达标型补贴，例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针对大豆、

稻谷、烤烟、特定中药材等农作物的补贴。实践中，各地根据自身适宜耕作的作物类型和具体发展目

①
习近平，2022：《论“三农”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页。

②
参见《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监管强化纪律约束的通知》，https://www.

gov.cn/zhengce/zhengceku/2019-10/15/content_5439957.htm。

https://libres.csu.edu.cn/https/vpn/11/NNYHGLUDN3WXTLUPMW4A/kcms2/author/detail?v=rsECNtSP7IJryk9qFg9YTHim0VSsXXVJo2f9RgNK8Ll6PRa8DcChlWYBKfIMLVyhRyGXXCp2qAJI5sPOKxIJnBXpXYMo4SjghpZU5z4OyYJ5BXlNQY22-0982sDNMjd3&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libres.csu.edu.cn/https/vpn/11/NNYHGLUDN3WXTLUPMW4A/kcms2/author/detail?v=rsECNtSP7IJryk9qFg9YTHim0VSsXXVJjuJWxLKYHp7DlBn_Bt4Hvr_Sz2fMGjOdw6r2e9FQlKf5Hi4iZHkWev1R8PwK5f4XaRvEkeHxOcozS4TIGQxzAH0ycXc42puy&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libres.csu.edu.cn/https/vpn/11/NNYHGLUDN3WXTLUPMW4A/kcms2/author/detail?v=rsECNtSP7IK0eH8ud_hZiCCmfAg2PcEttEhwKBg7rxw35EijnBBNfWFT5WiLb5oGT4iO1jIJa9BMnNb323qrAwDxjHLJJxTuG2cETPC-kuVHn1Fw8CwEdKwQ7I3zzpx7&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libres.csu.edu.cn/https/vpn/11/NNYHGLUDN3WXTLUPMW4A/kcms2/author/detail?v=rsECNtSP7IIq_09Z-WMcdtCHCMH8akxt1CichNml3H2x3-cR8s_D419Pqjak84nu-w7FmPEv8OXHSpjTGjGP1El1pPWGAtxDhi5ZPTvYVU0vd_dPQMZvqfnV4oyCZyPI&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libres.csu.edu.cn/https/vpn/11/NNYHGLUDN3WXTLUPMW4A/kcms2/author/detail?v=rsECNtSP7IIq_09Z-WMcdtCHCMH8akxttOZpxuQYMIb3QiKd1fusP0RPmXidro1is-OdeBlhD_wltIWofytk1Tb_pbmIVx7j-hYwOYCn9m3TjPCkcS-KlUpCZ_6qmL2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libres.csu.edu.cn/https/vpn/11/NNYHGLUDN3WXTLUPMW4A/kcms2/author/detail?v=rsECNtSP7IIq_09Z-WMcdtCHCMH8akxttOZpxuQYMIb3QiKd1fusP0RPmXidro1is-OdeBlhD_wltIWofytk1Tb_pbmIVx7j-hYwOYCn9m3TjPCkcS-KlUpCZ_6qmL2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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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差异，在此类补贴的发放依据和要求上多有不同。同时，此类补贴会涉及多个上级部门，发放程

序也比较复杂（范宝学，2011）。因此，与政策对象的精准对接高度依赖村干部的积极性，因为政策

对象对政策文件的获取、对自身所购农机和所种作物是否达到补贴标准的判断等都依赖村干部的上传

下达（孙乔婧和刘武根，2023）。第二类是面积达标型补贴，例如过去的规模经营补贴和当下的适度

规模经营补贴。此类补贴的执行困境集中在对面积达标的认定方面（周静，2020），存在假大户得补

贴、真大户得不到补贴、错报漏报、标准不一等现象。第三类是普惠性补贴，例如政策对象最为广泛

的粮食直补以及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无论政策本身是如何要求的，从具体实践看，一些省份已然将第

三类补贴从给种粮者发放补贴转变为按照承包地的面积对承包权的拥有者发放补贴。某种程度上可以

认为，第三类补贴是由前两类达标型补贴转化而成的普惠性补贴。

本文着重关注的是特定农作物的适度规模经营农业补贴政策（以下简称“适度规模补贴政策”），

包括为响应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在南方有条件省份实施的双季稻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各地为鼓

励特定农业产业发展设置的特定果蔬或中药材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等。适度规模补贴政策具有上述第一

类和第二类农业补贴政策在实施上面临的复杂性特点。有研究表明，前述复杂性在地权细碎化（陈文

琼和刘建平，2018）、农作物类型变动频繁（黄祖辉等，2014）的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被进一步

强化。而且，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对更熟悉这些复杂性的村级治理存在较强的依赖。笔者的调查表明，

在中部地区的上述三个省份，针对特定农作物的适度规模补贴政策遭遇了效率困境，本文将对此展开

深入分析。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试图通过两个转向解释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效率困境。第一，研究着力点

的转向。本文从关注补贴制度的规则性与基层实际情况的复杂性的矛盾转向一定程度上能被克服或扭

转的包括村级治理在内的基层治理和政策壁垒等结构性要素。虽然前述矛盾和结构性要素都是影响适

度规模补贴政策效率的关键，但是，后者更易成为效率提升的突破口。第二，研究问题的转向。本文

从关注瞄准困境转向分析农业补贴政策执行中政策对象参与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二者都是适度规模补

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都具有充分挖掘和研究的价值，笔者认为，对相关农业补贴政

策对象参与积极性不高的研究将为理解瞄准困境提供新的启发。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一）分析工具：政策壁垒的含义及其面向

壁垒指旧时兵营四周的墙壁，泛指防御、戒备的工事，常指互相对立的事物或界限。现在，壁垒

一词多被用于经济领域，形成了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等分析概念。例如，技术贸易壁垒指一个国家或

区域组织以维护经济安全、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

为由，采取的强制和非强制的技术性措施（夏友富，2001）。根据政策实践和前述概念界定的启示，

本文将农业补贴政策壁垒界定为阻碍农业补贴政策与其对象精准对接的中间因素，包括准入壁垒、文

本壁垒和执行壁垒三个面向。

准入壁垒指的是，农业补贴政策本身设置的、将一定的种植规模或特定作物类型等作为满足发放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UJxGsw0MzDFlFLUkYoT8lpGxZhQz_57rDaS-b1CAFqKLubV9JU0I1w4XB5jox9lcSkamEmGqJPPSM0rvIRMl1hOEMs9gdKJ6BBFJuPhiyG0WcIZNJQPxnOlbKga25bdd&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UJxGsw0MzDFlFLUkYoT8lpGxZhQz_57r894FXmdW32pxof29hYxTfwavNLpD9TLzto6GNnZDdbfbgPZw7a578aKG2jk6t-kxxXHBivG-Zs_Wu64o6nLkE19AbgFCUjTx&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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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的门槛，作物类型越不符合当地实际、种植规模设置得越大，准入壁垒就越高。文本壁垒指的是，

农业补贴政策的文本规定对政策对象而言的可获得性和易理解程度，可获得性越差、易理解程度越低，

文本壁垒就越高。执行壁垒指的是，农业补贴的申领往往需要政策对象与多个部门和多个层级的不同

政策执行者进行互动和沟通，互动和沟通越不顺畅，执行壁垒越高。总体而言，准入壁垒是农业补贴

政策在政策制定阶段形成的，文本壁垒则更多发生于政策宣传阶段，执行壁垒则发生于政策对象申请

补贴和获取补贴的过程中。因此，上述三类壁垒是具有互斥性的政策壁垒，对三者的分析也构成了分

析农业补贴政策执行的相对完整的过程。

（二）从效率困境到政策对象参与积极性不高：农业补贴政策执行问题的具体所指及其实践面向

农业补贴政策从 20世纪 50年代在中国开始施行至今，其演变过程包括两个特征显著的阶段。一

是农业“四项补贴”
①
阶段，所涉及时期为 2016年之前，尤其是 2004－2016年；二是“三项补贴”

改革
②
阶段，所涉及时期为 2016年以来。两个阶段的共同点是，都致力于促进耕地保护、保障粮食安

全和提升农民收入；两个阶段的不同点是，后一阶段更重视生态保护、更倾向于推动适度规模经营。

关于农业补贴政策的既有研究，主要有三种讨论视角：一是从政策或制度变迁的视角出发，讨论

农业补贴政策的变迁逻辑；二是从政策执行的视角出发，讨论农业补贴政策执行偏差的生成机理，并

指出偏差的典型表现是政策目标难以实现；三是从政策目标的角度出发，评估农业补贴政策的执行效

果。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第三个视角的研究是三个视角中最多的。从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实现来

看，既有研究至少达成了以下共识：首先，农业补贴政策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但是这

种增加并不显著（王亚芬等，2017；孙博文，2020）。其次，与农业补贴政策的财政投入相比，政策

的执行效率事实上并未得到有效提升（涂正革等，2019；高鸣和王颖，2021）。

研究表明，“趋粮化”、非农收入的拉力因素、不同类别补贴政策之间的张力以及对荒地开垦补

贴力度的不足等因素都是农业补贴政策目标难实现的具体原因（李守伟等，2019；孙博文，2020）。

在一些地方，虽然政策的要求是“谁种粮谁受益”，但是，在实践中却是“谁的土地谁受益”（吕悦

风和陈会广，2015）。结果，“粮食补贴即租金”认知下土地流转中的价格寻租行为（尚旭东和朱守

银，2017）、福利式农业补贴（陈美球等，2014）等现象时有发生。

本文认为，农业补贴政策执行至少存在两个维度的问题。根据问题涉及的政策执行具体环节的不

同，本文将其概括为政策执行结束之后的“效率困境”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对象参与积极性不

高”。毋庸置疑，两类问题存在密切关联，对后者的研究可以为理解前者提供有力的补充。既有研究

通常集中以政策执行效果来判断适度规模补贴政策是否存在问题，其基本共识是：效率困境意味着补

贴政策的“高投入、低效率”。不过，本文认为，还可以从政策执行者和政策对象对补贴政策的感知

或态度来判断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执行效果。如果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态度这一角度来审视补贴政策

执行效果，可以发现，适度规模补贴政策与 2015年左右农村低保政策面临的遭遇相似：当时的农村

①
“四项补贴”指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

②
“三项补贴”改革指将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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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政策在个别地区遇到了政策对象和政策执行者的双重不满，本文所分析的中部三个省份的适度规

模补贴在政策对象中“遇冷”的现象也不鲜见。这种现象集中表现为政府发放补贴而政策对象放弃申

领补贴，本文将其简称为“施补－弃补”问题。

既有研究对“施补－弃补”这一问题的关注较少。在基层实践中，此类问题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表

现：一方面，即便有农业补贴政策，农民依然放弃农业生产。这是农民在权衡利弊之后进行的选择（马

晓河和蓝海涛，2002）。全面取消农业税费以来，此类问题的产生可以从非农收入的拉力因素角度得

到解释。不过，由此引发的土地撂荒问题则可以通过土地流转予以化解。另一方面，虽然有相关农业

补贴、农民也还在从事农业生产并且符合申领相关补贴的条件，但是，农民却选择放弃补贴申请。显

然，这种“弃补”行为与第一种有明显差异。

少有研究提及第一种“弃补”行为。取消农业税费以来，基本上可以将此类行为理解为农民对不

同劳动机会的理性选择。因此，本文所说的“施补－弃补”问题特指第二类放弃行为。有必要说明的

是，“施补－弃补”问题在中国中部三省的适度规模补贴政策执行过程中均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

本文的分析主要针对的是这三个省份的具体情况，并不涉及对其他省份的讨论。例如，湖南省新化县

的一个猕猴桃种植大户在申请了一年的补贴后发现得不偿失，第二年开始便不再申请补贴了；湖南省

宁乡市的数十个种粮大户因为提交的材料被第三方公司认定存在失真问题而被定为“假大户”之后，

便不再申请种粮大户补贴了；湖北省沙洋县的部分种粮大户，不愿主动联系基层干部、填写申请材料、

查证各方政策，因而从未申请过适度规模补贴；江西省鄱阳县和章贡区也存在符合条件的农户因申报

材料制作费过高、自证程序太复杂、要求提供的材料太多等而放弃申领补贴的现象。本文认为，这种

放弃争取补贴收入的行为并不单纯是个体的行为选择问题，有必要对这一“弃补”行为的生成逻辑和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本文试图以农业补贴政策壁垒为分析工具，系统探讨农业补贴政

策执行过程中的有关问题。

（三）回应型村治：形成和突破“施补－弃补”问题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思路

1.回应型治理理论视角与打破政策壁垒的回应型村级治理。回应型治理理论是在“技术－经济－

社会”发生系统性变革的背景下被提出的，该理论尤其强调对社会需求的响应。在回应型治理理论下，

既有研究认为，传统的政府治理范式存在主动性不足导致的回应滞后、靶向能力不足导致的“政策－

需求”鸿沟以及治理主体反应能力不足导致的政府行为失据等问题（李大宇等，2017）。既有研究主

张的回应型治理是能动性、包容性和灵活性较大，能够平衡多主体利益冲突、调和形式正义和实质正

义的矛盾、容纳多种治理手段和治理资源，且能以社会问题为中心的治理样态（郭春镇和马磊，2020）。

回应型村级治理（以下简称“回应型村治”）是在回应型治理理论的框架内，相对于村级治理行

政化而被提出的一个概念。虽然学术界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但综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在以下方面

能够达成一定共识：首先，回应型村治未强调也未否认村干部应该“眼光向上”，完成自上而下布置

的行政任务；其次，回应型村治明确强调村干部应该“眼光向下”，回应群众的合理诉求；最后，在

回应型村治下，村干部应该致力于在自下而上的群众诉求与自上而下的政策主张之间搭建桥梁，从而

强化自上而下的政策主张对自下而上的群众诉求的回应性。总之，回应型村治是一种以回应群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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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为本位的村级治理模式。

在村级治理事务方面，适度规模补贴政策有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该补贴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任

务；其次，该补贴是自上而下与具体农户对接的符合群众需要的分配型资源；最后，该补贴致力于实

现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推动政策安排与群众诉求的有效衔接，即

打破政策壁垒。笔者认为，回应型村治是适度规模补贴政策有效落实的基本前提，可以帮助补贴政策

的对象打破相关政策壁垒，进而实现政策执行效率的提升。

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施补－弃补”问题，是农民对本可以为自己争取的补贴的一种主动放弃。

解释这种行为，可以从政策本身及其执行过程中对农民诉求的回应性不足中寻求突破。农民诉求的集

中体现就是打破政策壁垒。在诸多治理层级中，村级治理是最贴近农民真实诉求的治理环节，是衔接

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过程和自下而上的群众诉求回应过程的重要环节，在增强农业补贴政策的回应性、

提高补贴政策执行效率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

综上所述，打破政策壁垒、解决申领补贴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必然要依赖回应型村治。具体原因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行政村是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最终执行者，既是直面政策对象的主体，也

是最了解农村现实情况的主体，因此，在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执行中，行政村的作用不容忽视。第二，

回应型村治能够倒逼出一个回应型的基层治理体制。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回应

型村治也是回应型国家治理的必要环节。第三，对广大政策对象尤其是广大普通农民而言，村级治理

和村干部是他们与正式体制互动的交易成本最低的桥梁。因此，强回应型村治对打破适度规模补贴政

策的政策壁垒、解决“施补－弃补”问题至关重要。

可以肯定的是，当前的村级治理具有突出的弱回应性特征，既有研究总结的村级治理行政化、群

众缺位、连带式制衡的式微都是弱回应性的有力印证。具体来说，第一，掌握着治村资源及其配置权

的基层政府，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根据行政任务的落实情况来配置资源，以此调动村干部在落实行政任

务方面的积极性（刘建平和陈文琼，2016）。这是学术界对村级治理行政化生成机理达成的一个共识。

第二，群众缺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当前的资源配置方式下，多数村民是治理资源的被动接

受者，缺乏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杜姣，2023）与路径（贺雪峰和桂华，2022）；另一方面，当

前表现出来的较强的群众去组织化倾向，也限制了群众诉求的组织化表达能力、降低了群众诉求被重

视的可能性。第三，连带式制衡是指，乡土社会中的村干部可以通过将各种资源以利益连带、责任连

带、情感连带等方式进行分配来管理村民，村民反过来也能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干部进行反向制衡。

不过，自全面取消农业税以来，此种连带式制衡模式的效果也大大降低（陈锋，2012）。那么，这种

弱回应型村治在农民个体与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对接过程中，是能够积极打破政策壁垒，还是进一步

强化了政策壁垒进而使适度规模补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施补－弃补”问题？这是本文要解答

的重要的学理性问题，下文将对此展开深入分析。

2.弱回应型村治与适度规模补贴政策“施补－弃补”问题。基于在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三个

省份的田野调查，本文发现：第一，适度规模补贴政策在与政策对象的精准对接中面临着明显的政策

壁垒，包括准入壁垒、文本壁垒和执行壁垒。第二，在存在政策壁垒的情况下，补贴的政策对象要顺



适度规模经营农业补贴的执行问题与弱回应型村治

- 153 -

利获取适度规模补贴，需要依赖了解基层社会复杂性、知晓政策信息并能够积极回应群众诉求的村干

部，政策对象对政策壁垒的打破要以强回应型村治为前提。第三，资源下乡和精英俘获共同推动了村

级治理行政化且使村庄缺乏回应农民诉求的结构性压力（即图 1中的治理压力、资源压力和监督压力），

现实中的弱回应型村治不但无法打破政策壁垒，在某种程度上还塑造和强化了政策壁垒。第四，政策

壁垒与弱回应型村治是导致“施补－弃补”问题的结构性要素，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重塑连带式

制衡为突破口，增强村级治理的回应性，同时，对政策壁垒中可直接在政策制定环节消除的部分要尽

可能予以消除。

本文研究的思路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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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思路

三、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政策壁垒分析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施补－弃补”问题的产生并非由于资源供给的过剩，而是因为适度规

模补贴政策壁垒的存在增加了政策对象的补贴申领成本，从而使政策对象放弃申请相应的适度规模补

贴。本文将从政策壁垒角度展开具体分析。

（一）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准入壁垒

自 2016年“三项补贴”改革以来，农业补贴政策开始转向鼓励适度规模经营（袁鹏等，2024），

并且致力于在宏观层面调控不同农作物的种植规模和种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补贴政策设置

的面积达标与行为达标的相关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一政策导向忽视了各地存在的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会伤害农户的种田积极性。

以湖南省新化县实施的双季稻适度规模补贴政策为例。新化县人均耕地面积极少，从计税面积看，

人均只有半亩田。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以来，该县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业劳动力流失问

冲击

依
赖

塑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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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比较突出。同时，该县大部分地区地形崎岖且不适宜大型机械耕作，留村劳动力在缺乏农业机械的

条件下无法实现对耕地的充分利用，导致一些行政村耕地的抛荒率超过 70%。从这一层面看，双季稻

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适度规模经营导向或许不符合新化县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因为当地的客观条件仅

适合小规模耕作，面积达标要求无疑提高了当地农民申请双季稻适度规模补贴的准入门槛，不利于改

变该县耕地抛荒的局面。

再以新化县实施的黄豆适度规模补贴为例。2023年，当地的政策文件规定，给予黄豆种植规模在

30亩及以上的农户每亩 200元的补贴。但是，全县大部分农民的黄豆种植规模都在 3亩左右，单个农

户难以获得黄豆的适度规模补贴。为了提高农民种植黄豆的积极性，该县有些行政村策略性采取了“化

零为整”的方法，将多户农民家庭的黄豆种植面积进行整合，以达到规模补贴的门槛条件。在成功领

取相关补贴后，各户再按种植面积重新分配所得到的补贴。但是，此类策略化的操作总体上还要依靠

村干部的积极组织，否则，大部分种植黄豆的散户会被排除在该补贴政策之外，只有极少数种植大户

才能达到政策要求的面积门槛。根据新化县的客观耕作条件，在大部分乡镇，真正能达到补贴面积门

槛的农户占比不超过 5%。

（二）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文本壁垒

1.传播壁垒：政策可获得性差。笔者的调查表明，农业补贴政策有关信息的传播主要存在三个方

面的问题。

第一，传播途径有限。农业补贴政策下乡缺乏稳定的、双向的、有效的信息传播渠道。从现行的

传播途径来看，县、乡、村主要还是通过“文件下发+开会宣传”的传统路径。虽然也可以通过政府官

网、政府微信公众号、各村村委会告示栏和各村组建的村民微信群等平台传递信息，但很难奏效。一

方面，政府在这些平台公布的相关政策信息比较有限；另一方面，能够熟练使用这些平台进而获取农

业补贴政策相关信息的农民数量也很有限。

笔者及所在团队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想要完整收集或获得各县的农业补贴政策信息较为困难。就

具体的补贴政策而言，村民不清楚、村干部不清楚、乡镇相关干部也不清楚，只有县一级干部才能知

道部分信息。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大部分县、乡镇和行政村都没有

归纳汇总农业补贴政策文件的要求，也缺乏相应的主动性。没有汇总的材料，查找不同类型的政策信

息就非常麻烦，农民在查找或咨询补贴政策时就会遇到很多困难。其二，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鲜有

此类信息的公告。即便有公告，相关公告也会因政策的调整而过一段时间就被撤下。因此，即使是掌

握现代化传播渠道的农民也很难随时查到相应的政策文件，就算找到了，也不知道该文件是否还适用。

其三，农业补贴政策从乡镇到各个村民的传播效果，对各村的村干部有着极强的依赖性，但是，村干

部对宣传此类政策的积极性并不高。

第二，传播的文本数量有限。并非所有的农业补贴政策都会在确定后得以传播，部分政策并未形

成正式文件，或者在文件下发后仅供内部传阅。在与湖南省新化县的县、乡两级政府相关负责人员多

次沟通后，笔者仅得到 6份该县 2023年度的农业补贴政策文件。从文件数量来看，笔者得到的文件

数量明显少于新化县正在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的数量。工作人员给出的解释是，有些文件不宜公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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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同样，在与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鄱阳县和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荆门市沙洋县以及湖南省宁乡

市等地相关干部沟通后，笔者也仅得到少量可公开的农业补贴政策文件。与这些地区正在实施的数量

众多的农业补贴政策相比，笔者能获得的政策文本数量仍然不多。

第三，传播内容有限。农业补贴政策尽管是以红头文件形式出台的，但是不一定会将具体的政策

内容完全公开。这也是部分政府部门的策略性行为，其目的在于，用文本的模糊性应对实践中可能会

遇到的复杂性，从而增加县级部门的自由裁量权。由于县级政府分管农业的主要领导的意见、产业整

体规划、财政转移资金的额度与类别等内容几乎每一年都在变动，农业补贴政策也会随之发生相应调

整，因此，乡镇政府在传达上级部门的政策文件时就需要审慎对待，避免政策公开传播后再发生变化

可能引发的群众的不理解或其他麻烦。在笔者的调研过程中，村民普遍表示，很少有村干部主动在村

微信群、村委会告示栏传达政策文件。笔者也试图通过县、乡两级的政府官网、微信公众号等途径检

索当年及往年的农业补贴政策相关文本，但是发现较难获取相关信息。对于不能熟练使用互联网的大

部分村民而言，他们能够获取的政策内容更加有限。

2.理解壁垒：政策适读性不强。农业补贴政策适读性不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

策用语书面化。对于受生存环境、经济状况、文化程度、能力素质等因素影响的农民群体而言，理解

书面化的政策用语难度较大。笔者前往中部三省调查时，多位村民表示“看不懂政策”“从上到下不

清楚讲了什么”。与政策文本相比，他们更想听村干部逐字逐句地对政策文本进行解释。其次，缺乏

对政策内容的配套解读。只有接地气的农业补贴政策解读，才能帮助政策对象及时、有效地捕捉补贴

政策的对象范围、补贴标准、申请流程和时间节点等关键信息。在笔者调研的中部三省县、乡两级政

府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均难以找到对政策制定目的、政策适用对象等相关政策信息的解读。

有关部门在传达补贴政策时比较被动甚至相对机械，通常的做法是，政策文本怎样写的就怎样宣读，

甚至都不宣读只让群众传阅。而且，基层干部在农业补贴政策宣传过程中也很少主动思考政策讲了什

么，以及怎样解释才能让村民更好地理解政策。

（三）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执行壁垒

就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而言，政策方案的功能也许只占 10%，其余 90%则来自政策的有效执行（王

家峰，2009）。农业补贴政策执行壁垒的存在促成了政策对象的“弃补”行为，农业补贴政策能否有

效执行关系到该政策本身的成败。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有效执行不仅需要县级层面各部门之间的高效

协调，也需要乡、村两级干部有足够的落实政策的积极性。

1.协调壁垒：部门分割与高执行成本。现有的条块关系虽然有助于农业补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更

好地整合各部门的资源，但是，各个组织也存在职能的交叉重叠。这会使涉农政策项目因部门职能的

交叉重叠而出现管理缺位、错位等问题，进而提高政策执行成本、降低政策执行效率（魏姝，2012）。

有研究表明，“政出多门”的设计人为切割了农业项目，降低了政策的执行效率，同时还提高了各部

门推诿扯皮的风险（刘景景，2015）。

各地涉农部门众多，包括农业农村局、林业局、水利（水务）局、畜牧局等多个单位。当某项农

业补贴政策由多个部门负责时，常会出现由部门之间要求不一致和部门多而导致的程序复杂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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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增加了政策对象补贴申领的难度。在笔者调研的中部三省，一定程度上均存在农业补贴申领者因

材料不合格而反复在各个部门奔走的情况。据村民反映，跑十几次的情况并不少见。常见的材料不合

格原因是格式不规范、材料不齐全、签字不完整、盖章不完整等。有些时候，甚至存在符合这个部门

的要求却不符合另一个部门要求的情况。总之，在同一项农业补贴政策由多个部门负责的情况下，复

杂的程序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无形中给补贴申领者增加了很多要在形式上自我证明的负担，大大提

高了政策的执行成本。

2.治理壁垒：村级治理的弱回应性与农业补贴政策的高执行难度。首先，与对农业产业发展的重

视程度相比，当前大部分地方政府更重视招商引资和土地开发，更重视打造示范点、积极向上级部门

争取财政资源，村干部也是如此。农户的补贴申领诉求与地方政府打造示范点和争取上级部门财政资

源等需求关系不大，农户的诉求较难得到村干部的积极回应。其次，基层治理转型以来，村级工作存

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问题（陈文琼，2024a）。在农业补贴政策执行过程中，严格的过程管理办法不

仅对适度规模补贴的申请者提出了很高要求，还对村干部的政策落实行为提出了很高要求。村干部回

应政策对象的农业补贴申领诉求成了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需要证据齐全方能“自证清白”。从“不

出事”的行为逻辑出发，村干部积极性不高是可以理解的，多数村干部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农业补贴政策执行难度大。

笔者在与中部三省村干部的多次访谈中得知，村干部对向上“跑关系”“跑项目”“争资源”更

感兴趣，对乡镇政府强调的美丽乡村建设、厕所革命、环卫工作等也更加关注。然而，他们对近几年

农业补贴政策的了解程度则较低。而且，很多受访村干部表示并不看好本村农业的发展前景。笔者在

与数十户种粮大户的访谈中得知，村干部在农业补贴申请方面并不积极主动，甚至需要农户直接到乡

镇甚至县里有关部门咨询办理事项。这对农户而言既耗费人力与时间，又增加了心理成本，农户害怕

碰到“门难进、脸难看”的情况。

四、以强回应型村治打破适度规模补贴政策壁垒

作为再分配性的政策，农业补贴政策必须特别重视公平的价值导向，因此，必须制定明确、严谨、

标准的规则与分配程序以确保公平目标的实现。然而，农村社会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这会给农业补

贴政策的执行带来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体已然发生社会分层（吴宗友和管其平，2024）。有

学者指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下，农民分化成不在村农民、中坚农民、贫困农民等利益诉

求存在明显差异的群体（贺雪峰，2010）。当前，有农村户口的居民因生活场所、经济状况、受教育

水平、职业发展、文化素质、区域状况等条件的变化而产生了不同的政策需求，统一的政策标准难以

满足他们多样化的政策需求。而且，村庄的原子化和村民的低组织化倾向削弱了村民组织化表达意愿

的能力，村民分散的需求难以直接反映到上级政府部门并进入政策议程。分化的村民与弱化的诉求表

达能力，使农业补贴的政策要求和政策实践存在与村民对补贴政策的诉求之间的张力。村民利益诉求

的分化和村民的去组织化在农业补贴政策与政策对象之间构筑了明显的政策壁垒，打破相关政策壁垒

必须依赖强回应型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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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回应型村治打破政策壁垒的必要性

通过提升村级治理水平打破农业补贴政策壁垒，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必要性。

首先，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打破农业补贴的政策壁垒，对村级治理有着必然的依赖

性。乡村始终具有浓厚的传统面向，具有独特的社会整合功能。激活这种社会整合功能，有助于提升

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水平，提高国家向农村供给公共品的效率（董磊明，2015）。而且，乡村治理也是

国家正式权力运作的重要辅助。当国家权力下沉到社会条件和社会结构复杂的乡村时，国家的权力建

设难以直接转化为乡村治理的能力。此时，国家权力和公共资源需要通过乡村社会的本土社会关系网

络进入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正式的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需要乡村力量的辅助和支

持（印子，2020）。

其次，高水平的村级治理既便于处理农村实践的复杂性，也便于农业补贴申领者通过村干部的及

时回应熟悉农业补贴政策相关信息。在补贴政策执行过程中，作为国家代理人和村庄当家人的村“两

委”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既是直接与村民打交道的政策执行者，也是全体村民中的一员，本身可能

也是政策对象，因此，他们具有了解村情民意的天然优势。而且，村干部要承担落实政策下乡与资源

下乡“最后一公里”任务的职责，他们是自上而下传达各项工作和相关文件精神的末端环节，也能够

及时获取相关补贴政策的信息。这意味着，村干部是协调农业补贴政策的规则性与农村社会复杂性的

中间枢纽。

最后，村干部是村民与基层政府干部低成本互动的桥梁。对村民而言，村干部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核心在于村干部是村民与整个行政体制内干部低成本互动的中间人（代办人）。具体来说：其一，作

为国家权威的代理人的村干部常年在村，某种程度上可以将他们视为国家权威的“在场”。这是降低

村民与行政体制内干部互动时由空间距离产生的时间和交通成本的关键。其二，村民与村干部的联系

具有非正式性。他们彼此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在村内也会经常碰面，从而大大降低村民与行政体制内

干部互动时因需要遵守互动的正式规则而引发的心理成本。其三，村民与村干部所处的生产生活情境

基本相同，很多时候村民与村干部的沟通“不需要过多言语”，村民通过更能理解其意图的村干部与

行政体制内干部互动能够降低沟通成本。其四，如果村干部有回应村民诉求的积极性，村干部就可以

成为村民最方便的适度规模补贴申领的“代办人”。

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表明，村级治理在打破农业补贴政策壁垒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当然，必要性

（应然性）和实然性不同，将应然变为实然需要村干部将上述应由其承担的职能转化为切实的村级治

理行动。

（二）回应型村治打破适度规模农业补贴政策壁垒的方式

1.政策制定：民意的上传下达。过去的农业补贴政策存在“撒胡椒面”和“福利化”等问题（彭

超，2017），被认为难以顾及适度规模经营主体。2016年的“三项补贴”改革旨在将补贴资金统筹用

于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杨芷晴和孔东民，2020）。这意味着，农业补贴政策本身也是

在实践中逐渐实现对现实需求的适应的。

适度规模补贴与当地现实情况并非天然匹配，强回应型村治可以改变这种不匹配情况，弱回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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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则相反。以湖南省新化县为例，该县黄豆适度规模种植补贴要求单户的种植面积要大于或等于 30

亩。然而，该要求并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不少群众反映这一面积要求设置得过高，绝大部分农户

难以达标，但是，这并未推动补贴政策的相应调整，因为缺乏从农民反映情况到政策调整的中间环节。

强回应型村治可以填补一定的中间环节。在强回应型村治中，村干部会及时表达民意、反映民情，在

日常工作交流、专项会议或上级调研时会向乡镇、县市级政府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借助自身优势反映

现有的农业补贴政策在标准制定、申报流程与方式、文字表述方式等方面与农村实际的不匹配情况，

力争从政策源头打破政策壁垒。从这个层面来讲，强回应型村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从政策制定环节

着手，解决适度规模补贴政策与农村实际情况不匹配的问题，从而打破政策壁垒。

2.政策宣讲：接地气与亲民化。好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多采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

将经由村委会和基层政府收集而来的农民意愿与需求层层上传到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在政策制定后

又逐级下发，层层传达至基层政府和政策目标群体，最后才是政策的落实环节（谢来位，2010）。实

践中，农民在获取当地农业补贴政策的相关信息上存在各种主客观困难，而且对政策的理解程度也是

有限的。上述局面是客观存在的。对村民而言，村干部是其最重要的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在政策宣

讲过程中，村干部应当熟悉文件具体内容，并在政策文件下达后以广播、在村公开栏张贴文件、发放

宣传单、入户讲解、微信群转发等形式对政策进行宣传，或发动年轻干部、党员等对政策文本进行接

地气的解读，使村民能够理解政策要点、防止错过补贴申报的时间节点等。而且，村干部应该主动回

应村民对理解农业补贴政策的诉求。村干部的解释可以提高补贴政策信息的可信度，从而大大降低村

民反复求证补贴信息真伪的一系列成本。因此，强回应型村治对于打破农业补贴政策的文本壁垒具有

重要意义。

3.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的落实。在农业补贴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行政村理应为相关政策对

象提供服务。完善的村级治理链条可以保障补贴政策的上传下达与有效执行，从而降低政策执行阻力。

适度规模补贴政策与其对象的精准对接，对强回应型村治的依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需

要村干部积极主动根据政策要求寻找符合规定的政策对象，尽可能实现应补尽补。因为政策对象在相

关信息的获取上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理解上的困难，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属于相关补贴的目标群

体。其次，需要村干部主动作为，为符合补贴政策要求并正在申请补贴的所有对象尽可能解决申请补

贴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最后，村干部还应不断总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普遍性难题以及政策

程序的不合理之处，不断改善政策执行方式，以便农业补贴政策能够更好地落地。总之，村干部应主

动协助农业补贴申领者填写文件材料，收集整理相关佐证材料，充当政策对象与乡镇政府甚至县级相

关部门对接的“引路人”或“代办人”，化解和分担农业补贴政策对象在与政策对接过程中产生的各

种成本。

五、弱回应型村治及其对适度规模补贴政策壁垒的强化

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规则性与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存在矛盾，该矛盾将长期、客观存在。

在这一现实情况下，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执行便离不开熟悉基层社会复杂性的村干部。村干部是否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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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作为并回应村民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执行的效果。然而，资源下乡和精英俘获共同形成了

村级治理的行政化现象，也使得村级治理缺乏回应村民诉求的结构性压力。而且，村级治理还强化了

政策壁垒。这直接促成了适度规模补贴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施补－弃补”问题。

（一）弱回应型村治与“施补－弃补”问题的形成

一定程度上，弱回应型村治的出现与村干部缺乏回应村民诉求的结构性压力高度相关。弱回应型

村治状态下，一些地区本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反而成为基层工作的常态。例如，有的县在落实双季稻种

植时，先分配指标到各乡镇，乡镇再把指标分给各村，指标分配过程并没有切实考虑村民的诉求。因

为双季稻种植工作得不到村民的响应，乡镇很难切实完成指标任务，就只能将应付检查作为完成工作

的手段。村级治理的弱回应性以及结构性压力的缺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村级治理行政化与村干部缺乏回应村民诉求的治理压力。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同时，村级治理相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与自主性（桂华，2022）。既有研究概

括的村级治理行政化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其一，国家行政力量下沉，具体体现为国家对乡村事务的积

极管理和直接干预（杜姣，2019）；其二，村级治理任务的行政化，具体体现为村级治理以自上而下

的行政任务为主，疏于回应群众诉求（刘建平和陈文琼，2016）；其三，村级治理过程的行政化，具

体体现为规则下乡，村干部必须照章办事（刘丽娟，2021）。

湖南省、湖北省和江西省的村级治理模式从经验上完全印证了村级治理的行政化倾向。从经验层

面看，村级治理行政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村级治理资源的行政化。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

以来，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治村资源主要来自自上而下的财政供给，除村干部津贴或工资、各村运

转经费等常规开支外，各村所获治理资源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完成行政任务的积极程度和质

量。在这一背景下，村庄治理主体将绝大部分注意力都用于完成行政任务，忽视了与项目资源获取关

系不大的群众诉求。其二，村干部身份及其工作方式的行政化。2017年起，湖南省村干部的待遇由“补

贴”转变为“工资”，标志着村干部职业化的开始。与职业化同时发生的是坐班制，村干部需要在村

委会坐班，按照规定时间上下班。这一转变在湖北省和江西省同样存在。其三，村级治理事务的行政

化。从笔者调研的中部三省各村村级治理内容看，现有村级事务以自上而下的行政事务为主，例如美

丽乡村建设、厕所革命、环境整治、医保收缴等。其四，村级治理过程的行政化。当前的过程导向型

治理与过去的结果导向型治理（田先红，2020）存在明显的不同，目前的村级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逐步趋于规范化和标准化。受访村干部表示，村里的党支部活动、日常会议

等各项工作必须有相应的图片、文字等记录，要做到办事留痕以便上级部门检查。

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背景下，村级治理的治理对象并非全体村民，而只是少数村民。大部分村民

在村级治理的过程中是“沉默的多数”，因而不会增加村干部的治理压力。这一点主要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在基层实践中，治理资源的获取与绝大多数村民关系不大。保障村庄日常运转

的治理资源多遵循相对平均的分配办法，回应村民公共品诉求和带动村庄发展的治理资源则来自少数

精英撬动资源的能力（李祖佩，2015）。其次，行政事务完成的程度和效果与绝大多数村民的关系不

大。村级治理事务大致包括如下两种：一种是运动式治理任务。此类工作有硬性指标，具有阶段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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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另一种是常规性工作，保证日常运作即可（朱战辉，2019）。运动式治理任务通常由政府财

政资源兜底，一般通过广泛的行政动员来保障任务的落实，群众是否支持对工作能否完成所起的作用

并不大。常规性工作对群众支持的依赖度更低。此类工作不是上级部门考察的重点工作，村干部通常

是应付式完成，大部分此类工作都是在“纸上”落实的。最后，对村庄治理效果的评价与群众满意度

关系不大。这一结果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群众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冷漠态度，另一方面则与普遍存在的

以检查结果代替治理效果的做法有关（陈文琼，2024b），而检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村庄精英

应付上级部门检查的能力。

2.资源下乡、精英俘获与缺乏回应村民诉求的资源压力。在资源下乡过程中，不同类型的精英会

形成利益联盟，以获得下乡资源和农村发展带来的诸多公共利益，在村庄中形成固化的利益排斥。有

学者将此类基层治理现象称为“精英俘获”，并将农村精英分为体制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三类

（李祖佩和曹晋，2012）。他们结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在主动争取或被动接受上级分配的项目

后，精英直接或间接获得了承包项目和获利的机会。湖南省新化县的村干部在访谈中表示：“村子里

为了发动全村的力量争取上面的项目资源，特意定了个规矩，项目是谁争取来的，该项目涉及的工程

就可以由谁承包。”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村内精英“争资跑项”的主动性。而适度规模补贴政策不

能明显增加村干部的个人收益，甚至还会给其带来非常繁重的治理负担，村干部对落实这一政策的积

极性并不高。

取消农业税之前，村庄要承担的两项基本任务分别是征收农业税费和提供村庄公共品。为完成税

费任务和维持村庄秩序，村级组织需要有效动员村民，因此，必须尊重村民的公共意见，并保证村庄

公共治理与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由此形成了村级组织与村民的制衡关系（贺雪峰，2023）。资源下

乡以来，村庄发展更加依赖上级政府的分配型资源。在由财政支持的资源下乡方式下，村干部对上负

责、对村民选择性忽视的治理逻辑已然形成。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村庄精英内部的关系日趋稳

固，村级治理也会在政治上排斥缺乏“争资跑项”实力的普通村民，进一步固化现有的村庄政治参与

格局。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不能为村里争取资源的人很难得到群众的支持。”

笔者在中部三省调查的实际发现也为村级治理缺乏来自村民的压力进而不重视村民诉求提供了印

证。受调查村的村干部热衷于争取县、乡政府的项目资金，为了村里的绩效考核评优而忙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并不重视在考核体系之外的农业补贴申请工作。上述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缺乏回应村民诉求的积极性。例如，因补贴分配问题，湖南省新化县一位种田大户WXH在申请黄豆

适度规模种植补贴时与流转土地给他的几位村民发生纠纷，但WXH所在村的村干部本着“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的原则，并未主动出面解决纠纷。其次，不积极回应村民的诉求，并不会影响村干部向上

争取资源的能力。即便在一些工作的推进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不合作的村民，也不会对村级治理工作产

生决定性的影响。对村干部而言，在村里做好工作，抓住关键少数就可以了。

3.监督下乡、监督悖论与缺乏回应村民诉求的监督压力。监督对于国家各项建设而言具有重要意

义，是现代国家扩充权威性资源的关键因素（吉登斯，1998）。研究表明，监督下乡能够给乡村治理

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监督下乡可以有效规范乡村干部的权力运作方式，促进乡村治理的制度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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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发展；另一方面，过多、过频的监督可能诱导乡村干部的消极避责行为（冷波，2021），削弱

监督效果，形成监督悖论（田先红，2023），甚至引发监督失灵。

从中部三省受调查村的实践看，监督悖论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以形式主义应付自上而下

的监督。在实践中，部分乡村干部选择以表面的规范性作为应对上级部门检查的策略。笔者的实地调

研表明，绝大部分受调查村都存在应付检查的行为。村庄会在形式上准备好全村各种项目的材料，在

程序上符合规定以便应付检查。第二，打造迎检典型，做足面子工程。基层部门为应付上级部门的检

查，要么着重建设某一部分（例如，主动带上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检查人员前往提前打造好的双季稻

田，以应付检查），要么在易被重点检查的区域“好好表现”，或者让属地主要领导陪同上级领导一

同检查，以显示对检查工作的高度重视。第三，村民的集体沉默致使自下而上的监督缺位。笔者在受

调查村发现，村民监督的缺位是客观存在的，主要表现在监委会的形同虚设和大部分村民的政治冷漠

两个方面。在笔者所调研的中部三省，由于监委会的成员要么直接是村干部的“自己人”，要么可以

通过“利益笼络”使其成为“自己人”，“自己人监督自己人”使得监委会形同虚设。在大部分村民

的政治冷漠方面，村庄公共事务被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包揽，村庄与村民很难建立直接的利益关联，

村民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和村干部组织动员村民的必要性都难以激发。而且，由于村民的组织化程度很

低，单个村民难以对村干部的权力与行为形成有效制约，村民参与村治的效能感很弱。

（二）弱回应型村治堆高政策壁垒

弱回应型村治不仅无法打破政策壁垒，还会进一步强化相关政策壁垒。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难以有效消解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准入壁垒。在农业补贴政策面积达标门槛的设置上，湖

南省新化县的规定与辖区内农村的耕作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匹配的。以油溪乡为例，油溪乡全乡 19

个行政村，仅 2个行政村有双季稻种植规模在 30亩及以上的农户。在其他行政村，地形限制了机械

化的普及，加之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耕地大面积抛荒，小农户成了当地农业生产的绝对主流。再以

油溪乡的龙车村为例，全村唯一公认的种粮大户是WQZ，现年 57岁，经营的土地面积为 10亩。因

为无法实现机械化耕作，这个面积是WQZ夫妻俩能够种植的规模极限。非农忙时节，为了最大化利

用家庭的劳动力，他们还养殖了多种家禽，养殖规模也不大。不过，即便是当地公认的大户，也并非

政策认证的大户，因此，大部分农业补贴都和他们没有关系。政策准入壁垒的合理化，离不开熟悉农

村情况的村干部，需要村干部对农民细致的、复杂的、差异化的诉求有充分的了解，并积极向上反映

有关情况。但是，村干部缺少回应村民补贴申领诉求的积极性，也并未采取切实行动。

其次，难以有效消解政策的文本壁垒。村干部对农业补贴政策掌握和了解的程度往往没有农业补

贴申领者高，原因有两点：其一，越来越多的村干部没有关注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内在动力。在笔者

调研的中部三省，不少村干部的家庭经济收入已经实现了非农化，有研究将这种现象称为村干部的“非

农化”（陈文琼，2020b）。村干部待遇从“补贴”转变为“工资”、工作方式从“不固定时间、地点”

转变为“固定时间、地点”，以及要求具备“争资跑项”意愿和能力的年轻人担任村干部等变化，都

是推动村干部“非农化”的关键因素。其二，村干部缺乏帮助村民了解农业补贴政策的动力。如上所

言，大部分村民在村干部开展治村工作过程中是“沉默的多数”。而且，大多数时候村干部都是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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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形式化执行上级部门的规定动作。由此可见，在弱回应型村治状态下，村干部很难成为农业补贴

政策对象打破政策文本壁垒的推动力量。

最后，强化政策执行壁垒。适度规模补贴政策通常涉及多个部门的联合认定工作，还需要补贴申

领者出具自证材料。这个过程往往是劝退许多补贴申领者的关键环节。在中部三省个别地区，由于与

政府打交道存在较高心理成本，加上准备材料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以及与相关干部打交道的人情成

本，补贴申领者在整个申请过程中常感到“越努力越麻烦，成本越高”。这也是笔者在中部地区三个

省份农村调研时，“弃补”者反映最多的问题。弱回应型村治状态下，在政策对象申请农业补贴的过

程中，村干部不仅未积极充当代办人角色，在中部三省个别地区，帮助申请者降低心理、时间和经济

成本的做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情成本，进一步强化甚至堆高了政策执行的壁垒。最终，申领

者因为“得不偿失”而放弃申领补贴。

六、结论与讨论

由于政策目标群体的非同质性、政策执行环境的复杂性等，适度规模补贴政策在政策制定和政策

执行中存在显性或隐性的壁垒。政策本身具有的规则性与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存在一定的矛盾。

这些矛盾形成了具体的适度规模补贴政策壁垒。打破农业补贴政策壁垒，需要依赖熟悉基层社会复杂

性与多变性的村干部。他们要充分了解和回应村民的诉求，在补贴政策与政策对象之间发挥衔接作用，

提升政策适配度。也就是说，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有效执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强回应型村治。然而，

村级治理的行政化、资源下乡造成的精英俘获、村庄监督失灵等因素共同形成了弱回应型的村庄治理

格局。这一格局不仅难以打破既有的适度规模补贴政策壁垒，反而还强化甚至堆高了政策壁垒。结果，

出现了符合政策条件的政策对象主动放弃申领适度规模补贴的情况，即“施补－弃补”问题。

政策壁垒和弱回应型村治是形成上述情况的双重结构性因素。解决“施补－弃补”问题进而实现

补贴政策与其对象的有效衔接，需要从破除这两个结构性因素方面着手。破除政策准入壁垒、政策文

本壁垒和政策执行壁垒，都需要相关部门在政策制定时就主动考虑“降壁垒”，使政策更加适应农村

复杂的现实情况，尽可能让政策本身易懂、易传播、相对稳定、符合实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

政策的激励作用。

本文的分析表明，强回应型村治也是打破政策壁垒的关键。首先，强回应型村治的构建本身便意

味着对适度规模补贴政策执行壁垒一定程度的消解。村干部积极充当“代办员”、以解决村民的难题

为本职工作，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和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其次，村干部能通过回应在村级层面就能

解决的村民诉求和自下而上反馈村级层面无法解决的村民诉求，降低政策文本壁垒。最后，村干部可

以通过对村民诉求和基层现实情况的积极反馈，使政策向着更贴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方向发展。因此改

善适度规模补贴政策执行中符合政策条件的政策对象主动放弃申领适度规模补贴的情况，关键在于构

建强回应型村治。

笔者认为，构建强回应型村治的关键在于重塑干群之间的连带式制衡关系。事实上，形成村级治

理行政化的因素并非资源下乡本身，而是资源下乡的具体方式。资源下乡的确可以成为重塑干群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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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制衡关系的契机，前提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资源下乡“包办代替”的方式（贺雪峰和桂华，

2022）。各个地方均在开展打破资源下乡“包办代替”的探索和尝试，例如，四川省成都市的“公共

服务资金”，江苏省南京市的“为民服务资金”，湖北省的“共同缔造模式”，湖南省宁乡市的“三

三制”。这些实践在深层逻辑上有一个共同点，即通过在某种程度上赋予村庄对一定数量资源的自由

支配权来促成基层的协商型民主，通过在资源与村民之间建立更为直接的利益关联调动村民参与村庄

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只有将村民动员起来，并且将村干部对村民诉求的回应程度与村干部的工作成效

挂钩，才能向村干部施加回应村民诉求的结构性压力，解决适度规模补贴政策执行中的“施补－弃补”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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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ilemma of ImplementingAgricultural Subsidy for
Moderate-scale Farming andWeakResponsiveness of VillageGovernance:

An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Barriers

CHENWenqiong DONGHuan

Abstract: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fforts to ensure food security. In practice, the government has

invested a lot of subsidy resources, b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bsidy policy is actually faced with complex and changeable

reality. In the three provinc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derate scale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also

encountered the condition of the attitude of the government to give subsidies and farmers to abandon subsidi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facts of the three provinc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di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makes an extended analysis to solve this ques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oderate scale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in the three provinces encountered prominent policy barriers in the process of docking with policy objects, including

policy text barriers, policy access barrier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barriers. To break down policy barriers, strong responsive

village-level governance is needed, including resolving policy text barriers by actively transforming policy discourse and promoting

policy publicity, matching policy access barriers with local actual conditions through positive feedback on grassroots reality, and

dispell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barriers by taking actions and working for the people. However, village-level governance has

obvious weak responsiveness, which is manifested as the lack of governance pressure, supervision pressure and resource pressure to

respond to the demands of the masses. Weak response village governance not only fails to break policy barriers, but also further

raises policy barriers. This paper holds that reducing policy barriers and reshaping responsive village governance are the key to

better play the effect of relevant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ies.

Keywords:PolicyBarriers;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WeaklyResponsiveVillageGovernance;Moderate scale operation


	一、引言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一）分析工具：政策壁垒的含义及其面向
	（二）从效率困境到政策对象参与积极性不高：农业补贴政策执行问题的具体所指及其实践面向
	（三）回应型村治：形成和突破“施补－弃补”问题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思路

	三、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政策壁垒分析
	（一）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准入壁垒
	（二）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文本壁垒
	（三）适度规模补贴政策的执行壁垒

	四、以强回应型村治打破适度规模补贴政策壁垒
	（一）通过回应型村治打破政策壁垒的必要性
	（二）回应型村治打破适度规模农业补贴政策壁垒的方式

	五、弱回应型村治及其对适度规模补贴政策壁垒的强化
	（一）弱回应型村治与“施补－弃补”问题的形成
	（二）弱回应型村治堆高政策壁垒

	六、结论与讨论

